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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获得财政收入并提供公共服务本质上是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因此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能够缩小分配

差距。本文从居民再分配偏好的角度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再分配效应及其机制。基于理论模型推导和利用2015年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地区内部公共服务不均等程度与居民再分配偏好之间呈现显著的

正向关系；第二，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更加明显；第三，机制分析表

明，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提升居民主观公平感进而降低再分配偏好；第四，拓展分析表明，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能积极调节

居民主观公平感和政府满意度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

关键词：公共服务均等化；再分配偏好；收入分配；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22）05-0005-14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居民再分配偏好

陶东杰 1，2，陈政弘 1

（1. 湖北经济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205；2. 湖北地方税收研究中心，武汉 430205）

收稿日期：2022-07-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103056）；湖北经济学院旗舰培育项目（PYQJ202001）
作者简介：陶东杰（1986- ），男，湖北钟祥人，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财政学；陈政

弘（1980- ），男，中国台湾人，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再分配（二次分配）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核心制度之一。实施累进的税

制是再分配的基本要义，通过向“富人”多征税，向“穷人”少征税调节收入差距。累进的税制当然能够从可

支配收入上缩小贫富差距，但不能完全决定居民福利差距。事实上，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是广义的“收入”，

政府通过税收筹集收入，然后通过公共支出给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是一条完整的再分配链条。如果公共服

务均等化水平很低，即使实施累进程度很高的税制，也不能有效缩小广义收入差距。已有的研究和政策讨

论焦点在于政府如何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府公共支出的再分配效应。从理论和实

证上考察地区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再分配效应，是本文的研究目标。不同于可支配收入差距的研

究，公共服务不容易被直接货币化测度。同时，广义的收入再分配状况也不能被通常使用的收入调查数据

所反映。居民再分配偏好也被称为居民再分配倾向，意思是居民对于“从富人那里多征税来补贴穷人”的支

持程度，本质上反映的是居民对于收入分配现状的满意度。从居民主观再分配偏好的视角研究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再分配效应，是满足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合适选择。

基于理论模型推导和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地区内部

公共服务不均等程度与居民再分配偏好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从居民主观层面验证了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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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第二，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效应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

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第三，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提升居民主观公平感进而降低再分配偏

好；第四，拓展分析表明，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能积极地调节居民主观公平感和政府满意度对居民再分配偏好

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理论方面搭建起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居民再分配偏

好两类文献的桥梁。前一类文献主要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定义、测度、影响因素及对经济发展客观指标

的影响[1~3]，对诸如再分配偏好等主观感知的关注相对较少[4]；而关于居民再分配偏好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

研究则止步于考察与居民收入相关的主观感受和客观因素[5]，鲜有将公共服务作为再分配过程来考察其对居

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第二，与从收入角度对公共服务以及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应进行测算的文献不同[6~9]，

本文从居民主观再分配偏好的角度研究公共服务的再分配效应，可以避免因收入调查的测量误差引起的估

计偏差问题，与此同时，再分配偏好直接反映居民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感受和对收入再分配力度的需求，能

够为政府制定再分配政策提供直观证据。第三，研究结论表明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有效降低居民再分配偏

好，意味着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显著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结论对于从提高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和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路径缓解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现实情况下的居民收入再分配需求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在收入分配的研究领域，再分配是应对收入不平等最直接的政策之一。那么，政府究竟应该实施多大

程度的再分配才足以应对初次分配差距的扩大，满足居民的再分配需求？这是政府和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

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在于从理论和经验上厘清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机制，这也是本

文的主旨所在。

再分配是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自然地，越富有的人，再分配偏好越低。总体而言，在这个前提条

件下，整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居民的再分配偏好是否越高？针对这一核心问题，Meltzer和Richard
（1981）提出MR模型，也是最早的标志性研究[10]。MR模型基于政治经济学的“中位选民理论”分析表明，当

总体的收入差距扩大时，收入分布右偏程度会加大，此时的中位数收入与平均收入的差距也会加大，而中位

数收入背后的中间选民的再分配偏好会提升。MR模型首次为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之间的关系作出理

论解释。随后，Meltzer和Richard（1983）利用美国选民对再分配政策的投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实收入不

平等水平提高居民的再分配偏好[11]。然而，后续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并不总是得到一致的结果，

即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一定提高总体的居民再分配偏好。Kaufman（2009）将这种现象称为“再分配困境”[12]。

再分配困境在数据上的直观体现是，并非所有的低收入居民都有很强的再分配偏好，同样，高收入者也

可能具有很高的再分配偏好。在经济理性人的前提下，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取决于再分配能否使得自身获益[13]。

后续的研究在MR模型的基础上作出改进，试图解释再分配困境。基本思路的起点是讨论再分配是否一定

使当下的“穷人”获益，自此延伸出两个理论分支。第一，居民除了考虑当下的收入水平，可能还会考虑未来

的收入水平，有必要考虑收入流动性预期的影响。一些学者尝试将居民的收入流动性预期引入MR模型，从

动态的视角研究居民的再分配偏好。Piketty（1995）将居民的社会流动性经历纳入居民再分配偏好分析框

架，提出理性学习模型，发现居民的社会流动性经历显著影响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同时基于欧洲和美国的数

据验证了该理论模型[14]。Benabou和Ok（2001）直接将静态的MR模型拓展为动态的两期模型，提出著名的

POUM（Prospects of Upward Mobility）假说[15]。POUM假说认为，即使居民的当前收入较低，但如果存在向上的

收入流动预期，则不会有强烈的再分配偏好。基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给出支持POUM假说的

6



经验证据[16~19]，基于中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也一致支持POUM假说[5，20]。

第二，客观的收入不平等与居民主观感受的不平等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

于微观调查数据的样本容量有限，无法在较小范围的地区内计算相对准确的收入不平等指标，而居民主观

感受到的收入不平等则更可能来自居民所生活的小范围地区的实际情况；二是居民实际感受到的不平等不

仅取决于客观的收入不平等水平，而且与收入不平等的来源紧密相关。因此，有学者使用居民主观不平等

感知替代客观收入不平等指标进行研究，与此同时提出另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即居民更在乎的不是收入

不平等本身，而是收入不平等的来源是否公平[21]。Piketty（1995）的理性学习模型表明，居民可以评估个人的

努力在成功中的重要性，进而影响其再分配偏好[14]。当收入不平等主要源于自身努力或能力时，居民的再分

配偏好较弱；反之，当收入不平等主要来源于运气、出身等不可控因素时，居民的再分配偏好较强。国外文

献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从居民主观公平感的角度考察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给出基

本一致的经验证据[22~24]。国内的文献也证实居民主观不平等感知以及公平观念显著影响居民再分配偏好[25~27]。

从文献梳理可以看到，关于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理论框架趋于成熟，但仍存在进一步

完善的空间。一方面，国家或地区内实施的某种具体再分配政策的有效性，可能会影响居民的再分配偏

好。具体而言，如果实施的再分配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的再分配结果，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可能会增强。另一

方面，已有理论模型并没有区分政府“收”和“支”两种再分配手段，实证研究所用的数据也大多指向居民对

累进税收的支持意愿，忽视了政府公共支出环节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的功能。事实上，居民享受的公共服

务是广义的“收入”，政府通过税收筹集收入，然后通过公共支出给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是一条完整的再分配

链条。如果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很低，即使实施累进程度很高的税制，也不能有效缩小广义收入差距。因

此，本文尝试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角度研究其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拓展已有研究的视野。与此同时，

本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将再分配环节中的税收和公共支出分开，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为居民再分配偏好

的理论研究作出边际贡献。

三、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本文将政府税收和提供的地区性公共服务作为再分配的两个环节，同时考察它们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

影响。假定某地区仅各有一名富人与穷人，分别拥有的外生所得为YH和YL，两人对应的所得税率分别为 tH
和 tL，那么政府可以筹集的税收收入为： T = tHYH + tLYL

政府将此收入用于提供地区性公共服务。假设此公共服务用在富人的比例比穷人高，富人得到的比例

为1/2+ε，穷人得到的比例为1/2-ε，因此，ε可以用来表示地区性公共服务不均程度。根据以上设定，并简化

设定个人的效用函数为税后所得与地区性公共服务的简单线性加总形式，可得本地区富人的效用为：UH = ( )YH - tHYH + ( )1 2 + ε ( )tHYH + tLYL ，所以，本地区的税制与公共服务为富人带来的净收益为：πH = ( )1 2 + ε ( )tHYH + tLYL - tHYH （1）
另一方面，本地区穷人的效用为：UL = ( )YL - tLYL + ( )1 2 - ε ( )tHYH + tLYL ，所以，本地区的税制与公共服务

为穷人带来的净收益为： πL = ( )1 2 - ε ( )tHYH + tLYL - tLYL （2）
不论是富人或穷人，只有净收益为正时，才会支持本地区的税收与公共服务的组合，净收益越高，支持

度也就越高。通过式（1），可以将富人支持本地区的税制与公共服务组合的条件表示为：

陶东杰，陈政弘：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居民再分配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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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 ( )1 2 + ε
( )1 2 - ε YLYH tL

同理，穷人支持本地区的税收与公共服务组合的条件可表示为：tL ≤ ( )1 2 - ε
( )1 2 + ε YHYL tH

简单移项整理，可以将以上两式改写为以下形式。对富人而言，支持本地区的税制与公共服务组合的

条件为： tHYHtLYL ≤ ( )1 2 + ε
( )1 2 - ε

与此相对的，穷人支持本地区的税制与公共服务的组合的条件为：tHYHtLYL ≥ ( )1 2 + ε
( )1 2 - ε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如果要双方都支持政府的政策，在给定两人的所得以及地区性公共服务的比例之

下，富人与穷人所面对的税率组合必须满足： tHYHtLYL = ( )1 2 + ε
( )1 2 - ε （3）

事实上，上式是“受益原则”的一种体现，即双方在地区性公共服务的成本分担的比例，与其在地区性公

共服务获得的比例相当。更进一步，上式还可以呈现为双方所面对的税率的比例，即：θ= tHtL = ( )1 2 + ε
( )1 2 - ε YLYH （4）

该指标可以用来表示税率的累进程度。将税率累进程度θ 对地区性公共服务不均程度ε进行微分，可

以得到： ∂θ∂ε = 1
( )1 2 - ε 2 YLYH > 0 （5）

表示当地区性公共服务不均程度越高，双方支持的税率的累进程度越高，换言之，人们越认同应由富人

处征收更多的税，即再分配偏好越强。据此提出有待检验的理论假说1：在利己动机下，地区性公共服务不

均程度越高会使得贫富双方的再分配偏好越强烈。

Fehr和 Schmidt（1999）认为个人的效用水平并非仅基于个人所获得的税后所得与地区性公共服务，还

与双方的相对水平有关[28]。因此，本文将其纳入居民效应函数进行扩展分析。此时，富人的效用水平可以

表示为： VH = UH - β1[ ]( )YH - tHYH - ( )YL - tLYL - β2[ ]( )1 2 + ε T - ( )1 2 - ε T
上式中的 β1 与 β2 分别表示富人对于穷人拥有较少的税后所得与地区性公共服务的“同情”程度。相对

地，穷人的效用水平可以表示为：VL = UL - α1[ ]( )YH - tHYH - ( )YL - tLYL - α2[ ]( )1 2 + ε T - ( )1 2 - ε T
上式中的α1 与α2 分别表示穷人对于富人拥有较多的税后所得与地区性公共服务的“嫉妒”程度。仿照

前面的分析逻辑，得到本地区的税制与公共服务为富人以及穷人带来的净收益分别为：ΠH = ( )1 2 + ε T - tHYH +β1[ ]tHYH - tLYL - β2（2εT）ΠL = ( )1 2 - ε T - tLYL + α1[ ]tHYH - tLYL - α2（2εT）
8



由此可以得到富人愿意接受的税率最高累进程度为：θH = tHtL = ( )1 2 + ε - β1 - 2β2ε
( )1 2 - ε - β1 + 2β2ε YLYH （6）

将其对地区性公共服务不均程度 ε 进行微分，可以得到：∂θH∂ε = ( )2β1 - 1 ( )2β2 - 1
[ ]( )1 2 - ε - β1 + 2β2ε 2 YLYH ⋛ 0 （7）

式（7）的符号不确定，意味着即使地区性公共服务较为不均，富人愿意接受的税率最高累进程度未必会

增加，即富人未必会提高其再分配的意愿。

同理，可以得到穷人愿意接受的税率最低累进程度为：θL = ~tHtL = ( )1 2 + ε +α1 + 2α2ε
( )1 2 - ε +α1 - 2α2ε YLYH （8）

将其对地区性公共服务不均程度 ε 进行微分，可以得到：∂θL∂ε = ( )1 + 2α1 ( )1 + 2α2
[ ]( )1 2 - ε +α1 - 2α2ε 2 YLYH > 0 （9）

式（9）的符号为正，意味着如果地区性公共服务较为不均，必然带来穷人愿意接受的税率最低累进程度

会增加，即穷人必然会提高其再分配的意愿。据此提出有待检验的理论假说2：在人们存在主观公平感的情

况下，地区性公共服务不均程度会提高穷人的再分配偏好，但对于富人的影响则不确定。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本文使用的居民个体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
vey，CGSS2015）。CGSS2015的问卷包含了本文研究所需要的居民再分配偏好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问题，这

是最新一期数据CGSS2018所不具备的，在时效性上优于CGSS2013及更早的数据。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

文基于CGSS2013与CGSS2015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CGSS2015覆盖了除新疆、西藏、海南、港

澳台地区外的全国28个省级行政单位。尽管样本容量有限，但采用科学的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获得样本，具

有良好的随机性和全国代表性，其统计结果具有可信性。

根据研究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工作：第一，剔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主要为被访

者的答案是“不清楚/不知道/不适用”等情形，通常的原始赋值为负；第二，沿用文献的一般思路，对居民受教

育水平、民族、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就业状况等变量重新进行分类处理。表1列示了本文所使用的主要变量

的定义及其对应的CGSS2015问卷的题目来源和处理方法。对于核心被解释变量“居民再分配偏好”，与国

内使用CGSS数据研究居民再分配偏好的文献一致，本文也选用CGSS2015问卷中对“您是否同意应该从有

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的回答作为测度指标。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后文再作详细说明。

表 2展示了本文实证分析所使用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居民再分配偏好、公共服务不均

等度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均存在较大的变异，这有利于回归分析。未显示的统计结果表明，居民再分配偏好

变量赋值为1-5的观测数占比分别是1.06%、12.43%、13.81%、53.52%和19.17%，可见2015年我国居民具有

比较强烈的再分配偏好，但仍存在明显的变异，说明研究我国居民再分配偏好差异的来源仍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陶东杰，陈政弘：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居民再分配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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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定义与来源

变量名称

再分配偏好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公共服务满意度

年龄

性别

民族

健康状况

宗教信仰

户籍状况

政治面貌

婚姻状况

收入对数

受教育水平

就业状况

阶层上升预期

主观社会公平

主观收入公平

政府满意度（秉公

办事）

政府满意度（维护

社会公平）

变量定义

是否同意“应该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无所谓，

4=同意，5=非常同意

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个体和地区变量回归残差的方差，数值越大表示地区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

水平越低

居民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文化体育、

基础设施等9个方面的满意度得分（0-100）的均值

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

1=男，0=女
1=汉族，0=其他民族

自评健康，1=很不健康，2=比较不健康，3=一般，4=比较健康，5=很健康

1=有宗教信仰，0=无
1=非农户口、居民户口，0=其他

1=共产党员，0=其他

1=在婚，0=其他

个人去年全年收入的自然对数

1=初等教育及以下，2=中等教育，3=高等教育及以上

目前从事非农或农业工作=1，目前没有工作=0
十年后自评的社会阶层（1-10）相对于当前阶层（1-10）的预期变化

“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社会公平不公平”，1=完全不公平，2=比较不公平，3=说不上公平但也

不能说不公平，3=比较公平，4=完全公平

是否同意“现在有的挣钱多，有的人挣钱少，但这是公平的”，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无所

谓，4=同意，5=非常同意

“您对政府在秉公办事方面的表现是否满意呢？”1=非常满意，2=满意，3=一般，4=不满意，5=非
常不满意

“您对政府在帮助穷人，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表现是否满意呢？”1=非常满意，2=满意，3=一般，

4=不满意，5=非常不满意

题号与备注

b131，用6减去原值

b161~b169

a301
a2
a4
a15
a501
a18
a10
a69
a8a
a7a
a58
a433减a431

a35

b132

b157

b159

（二）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测度

考虑到中国地域广阔，且存在资源禀赋、文化、地理、财力水平等多重差异，这些因素导致的地区间或城

乡间的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过程。相对而言，在拥有比较接近的禀赋条件的情况下，地

区内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更能够反映其制度性或政策性来源，而制度或政策因素导致的公共服务不均

等对居民的公平感、获得感的影响更大也更直接。因此，针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这

一问题，本文选择从地区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角度进行研究，而非从全国各地区间或城乡间的角度。

本文通过测算每个省份内部受访者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的变异程度作为地区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度量。尽管对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理解和评估视角有所不同，但已有的文献大多从公共服务的客观指

标的差距测度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1]。与已有文献做法不同，本文认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评分是居民对公

共服务结果的主观判断，相对于地区间生活的人群，人们更加认为将其所获得的公共服务水平与同一地区

10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再分配偏好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公共服务满意度

年龄

性别

民族

健康状况

宗教信仰

户籍状况

政治面貌

婚姻状况

收入对数

受教育水平

就业状况

阶层上升预期

主观社会公平

主观收入公平

政府满意度（秉公办事）

政府满意度（维护社会公平）

观测数

10810
10217
10800
10968
10968
10968
10961
10968
10968
10968
10968
10363
10968
10968
10322
10904
10813
10628
10800

均值

3.773
14.57
68.72
50.40
0.468
0.921
3.608
0.108
0.435
0.159
0.781
8.219
1.508
0.572
0.882
3.197
3.493
3.214
3.275

标准差

0.933
2.302
15.37
16.90
0.499
0.270
1.075
0.310
0.496
0.366
0.413
3.751
0.761
0.495
1.313
1.005
1.039
0.922
0.929

最小值

1
10.68
0
18
0
0
1
0
0
0
0
0
1
0
-6
1
1
1
1

最大值

5
21.80
100
95
1
1
5
1
1
1
1

16.12
3
1
9
5
5
5
5

内的人群进行比较，对其再分配偏好有更直接的影响。近年来，新的研究开始重视人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

和满意度在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中的使用[29~31]。具体地，沿用吕炜和张妍彦（2019）的做法，本文使用问卷中

关于受访者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文化体育、基础设

施等9个方面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0-100）的均值作为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测度[29]。值得注意的是，如

果直接使用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计算出方差代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则无法剔除个体特征、地区特征对

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后者导致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不能直接比较的问题。因此，使用公共服

务满意度得分对个体特征和省份虚拟变量进行回归，获取回归的残差，代表消除个体特征和地区特征对公

共服务满意度评价影响之后的公共服务评价差异。回归方程如式（10）所示。p sci = α+βXi + γp + εi （10）
其中，psc表示个体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X是个体特征控制变量集合，γ表示省份固定效应，ε是随机

误差项。表3报告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个体特征和省份虚拟变量的OLS估计结果。在第（1）~（3）列依次加

入更多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得到的拟合优度的变化不大。由于CGSS数据没有列示具体的城市名称，且样本

容量有限，本文选择以省份为单位计算回归获得的残差的方差，作为地区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测

度。方差越大，表示公共服务均等化越低。为了让后续的回归结果符合正常的思维方式，将变量命名为“公

共服务不均等度”，数值越大，表示公共服务不均等度越高。

分省份计算回归残差的方差所表示的地区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在排序上保持稳定。回归结果的

陶东杰，陈政弘：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居民再分配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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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优度表明，居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当中，仅有7.5%被个体特征和地区固定特征捕捉，剩下的92.5%是不

可观测的其他因素所致，包含在残差中。该残差捕捉的是可观测的特征之外的其他因素导致的公共服务满

意度的差异，更加准确地反映地区内部公共服务的差异。后续实证分析使用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化指标来自

表3第（3）列的回归结果中残差的方差。表2展示了公共服务不均等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出各省份之

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计算公共服务不均等度和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49，表示公共服务均

等化水平与满意度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

表3 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测度回归结果

年龄

性别

民族

宗教信仰

户籍状况

婚姻状况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收入对数

受教育水平

就业状况

常数项

省份固定效应

观测数

R2

（1）
公共服务满意度

0.1016***

（0.0085）
-0.4876*

（0.2825）
-1.9209***

（0.6365）
-0.9064*

（0.4893）
0.1034

（0.3182）
-0.3449

（0.3438）

62.6542***

（1.0851）
Y

10805
0.0673

（2）
公共服务满意度

0.1371***

（0.0094）
-0.7445**

（0.2990）
-1.7109***

（0.6520）
-0.6323

（0.5014）
-0.4688

（0.3355）
-0.1450

（0.3561）
1.7186***

（0.4113）
1.2509***

（0.1490）
-0.0449

（0.0416）

56.8369***

（1.3248）
Y

10233
0.0746

（3）
公共服务满意度

0.1238***

（0.0108）
-0.6507**

（0.3007）
-1.7590***

（0.6520）
-0.6698

（0.5015）
-0.5269

（0.3634）
-0.0577

（0.3599）
1.7575***

（0.4334）
1.2688***

（0.1491）
0.0013

（0.0449）
-0.2319

（0.2504）
-0.9275***

（0.3570）
57.9130***

（1.4514）
Y

10233
0.0754

注：*、**、***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里是标准误，下表同。

（三）计量模型

本文构建式（11）所示的计量模型考察地区内部公共服务不均等度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式（11）
中，RP表示居民的再分配偏好，CV表示地区内部公共服务不均等度，X是控制变量集，包括被访者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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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民族、健康状况、宗教信仰、户籍状况、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就业状况等变量。基于再分

配偏好的经典理论中的“经济利己说”和“流动预期说”，个体收入水平和阶层流动预期两个重要变量被放入

控制变量集中。ε是随机误差项。

RPi =α + βCVi + γXi + εi （11）
由于被解释变量RP是取值1-5的序数变量，计量模型可看作多元线性回归模型（Linear Model）或者非

线性的有序概率模型（Ordered-probit Model），分别采用OLS和MLE进行估计。两者的估计结果中系数的符

号和显著性基本相同，在考虑边际效应时，两者的差异也非常小，而非线性模型的运用在统计推断过程中要

处理很多复杂问题[32]。同时考虑到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大量使用交互项作异质性分析，这在非线性模型中难

以解释。因此，本文的主要估计方法是OLS，也就是将RP看作取值为1-5的连续型数值变量。在基本结果

中同时报告了非线性模型的估计结果以作对比。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表 4报告了基本回归结果。前三列报告的是基于Ordered-probit模型极大似然估计的结果。其中，第

（1）列仅将“公共服务不均等度”作为解释变量，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了系列控制变量，第（3）列

考虑到异方差问题，使用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准误。结果显示，公共服务不均等度的估计系数都在 1%或

5%的水平显著为正。第（4）列使用多元线性模型OLS估计，在控制了系列变量和使用聚类到省份的稳健标

准误的情况下，公共服务不均等度的估计系数同样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结果表明，地区的公共服务不均

等度越高，地区内的居民再分配偏好越强烈，验证了理论假说1。部分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也具有统计显著

性，反映的结论与已有文献一致。以第（4）列为例，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的估计系数均为负，表明经济地位

越高的人，再分配偏好越弱，符合MR模型的基本结论；阶层流动预期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预期未来阶

层向上流动程度越高的人，再分配偏好越低，这也符合POUM假说。

（二）稳健性检验

基于横截面调查数据的研究，不可避免地面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导致结论的可信性存疑。在无法获

得面板数据和准自然实验的情况下，从内生性问题的几个来源入手，尽可能地采取适当的策略以检验基本

结论的稳健性。

首先，尝试改变被解释变量psc的测度方式。基本模型中，psc采用原始问卷的1-5的有序类别变量测

度，那么基本回归结果反映的是公共服务不均等度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平均效应，后者与被解释变量的取

值设定紧密相关。稳健性检验的思路是，改变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式，减少有序类别的个数，检验回归结果

是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将psc的1-5的有序类别减少为3个类别，具体是将回答1和2的归为一类，赋值为

1，4-5的归为一类，赋值为3，回答为3的保持不变。表5第（1）列报告了回归结果，公共服务不均等度的估计

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结论没有受到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改变的影响，保持了稳健。

其次，控制省级层面变量。使用省份内部被访者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测算出省份内部的公共服务不均等

度，可能与居民所在省份的其他经济特征相关，造成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在计量模型中新增省级层面的

GDP对数、人均GDP对数、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财政收入占GDP比

重、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等6个控制变量。表5第（2）列展示的回归结果显示，公共服务不均等度的估计

系数仍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并且与表4第（4）列报告的估计系数大小非常接近，说明省级层面的潜在遗漏

变量问题没有影响基本结论的可信性。

陶东杰，陈政弘：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居民再分配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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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基本回归结果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年龄

收入对数

性别

民族

健康状况

宗教信仰

婚姻状况

政治面貌

户籍状况

受教育水平

就业状况

阶层流动预期

常数项

聚类标准误

观测数

R2

（1）
再分配偏好

Ordered-probit Model/MLE
0.0258***

（0.0048）

N
10116

（2）
再分配偏好

Ordered-probit Model/MLE
0.0303***

（0.0050）
0.0051***

（0.0009）
-0.0008

（0.0034）
-0.0337

（0.0232）
-0.0826*

（0.0438）
-0.0151

（0.0114）
0.0401

（0.0377）
-0.0202

（0.0277）
-0.0102

（0.0334）
-0.0311

（0.0268）
-0.1211***

（0.0189）
0.0560**

（0.0274）
-0.0121

（0.0091）

N
9596

（3）
再分配偏好

Ordered-probit Model/MLE
0.0303**

（0.0143）
0.0051***

（0.0011）
-0.0008

（0.0036）
-0.0337

（0.0216）
-0.0826

（0.0721）
-0.0151

（0.0172）
0.0401

（0.0419）
-0.0202

（0.0227）
-0.0102

（0.0416）
-0.0311

（0.0432）
-0.1211***

（0.0204）
0.0560**

（0.0252）
-0.0121

（0.0078）

Y
9596

（4）
再分配偏好

Linear Model/OLS
0.0224***

（0.0043）
0.0046***

（0.0007）
-0.0008

（0.0029）
-0.0320

（0.0198）
-0.0615*

（0.0370）
-0.0132

（0.0097）
0.0201

（0.0320）
-0.0152

（0.0237）
-0.0148

（0.0285）
-0.0256

（0.0228）
-0.1026***

（0.0162）
0.0506**

（0.0233）
-0.0157**

（0.0077）
3.5059***

（0.1016）
Y

9596
0.0257

再次，使用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基尼系数作为替代的解释变量。尽管本文采用的测度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的方法具有科学性，但基于回归残差的方差计算出的指标必然会受到潜在的样本异常值、测量误差以及解

释变量选择的干扰。本文尝试使用替代的测度方式获得估计结果，检验基本结论是否会发生变化，以此检

验基本结论的稳健性。基尼系数通常被用于测度收入差距。本文测算各个省份的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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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作为解释变量，同时加入上述省份控制变量。表5第（4）列显示，用基尼系数测度的公共服务不均

等度的估计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保持了稳健。

最后，扩大样本容量。基本回归结果使用的CGSS2015数据的样本容量约1万，在国内公开的随机分层

抽样调查中，属于较大容量。然而，分布到各个省份之后，每个省的观测数只有几百个，相对于我国各地区

人口总数而言，是十分微小的比例。CGSS有着科学严格的随机分层抽样设计，保证了样本随机性。尽管如

此，本文仍尝试通过扩大样本容量，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将CGSS2013与之合并，不仅能扩大样本容量，还能

检验基本结论对于年份的敏感性。CGSS2013中对于居民再分配偏好的调查问题与CGSS2015相同，但答案

是1-3的有序类别变量，其他变量测度方式均相同。统一采用表5第（1）列的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将其构建

为1-3的有序类别变量，然后将两份数据合并得到样本容量更大的新样本。表5第（4）列展示的回归结果显

示，在控制了省级控制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的情况下，公共服务不均等度的估计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显著

为正，表明基本结论对于初始样本选择并不敏感，保持了相当的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个体控制变量

省级控制变量

观测数

R2

（1）
改变因变量测度方式

再分配偏好

0.0096***

（0.0033）

Y
N

9596
0.0221

（2）
控制省级层面变量

再分配偏好

0.0211***

（0.0058）

Y
Y

9596
0.0263

（3）
使用基尼系数作为解释变量

再分配偏好

3.0206***

（0.6321）

Y
Y

9584
0.0275

（4）
扩大样本容量

再分配偏好

0.0151***

（0.0028）

Y
Y

14665
0.0218

注：四组回归均采用多元线性模型OLS估计，个体控制变量与表4的第（4）列相同。

（三）异质性分析

接下来基于居民的经济社会地位高低进行异质性分析，目的不仅在于探讨更加丰富的结果，而且有助

于进一步为理论机制提供证据，同时用于检验理论假说2。理论分析表明，公共服务和收入再分配两者都属

于再分配，存在替代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再分配清楚地指向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均之间的差距，即“富

人”和“穷人”的收入差距。但是，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差距并没有清楚的指向。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

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与其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但居民的健康水平、政治面貌

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呈正相关。相对于“富人”而言，地区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越高，“穷人”的公共服务

满意度越高。换言之，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居民，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升的

再分配过程中受益较多。这也是理论模型设定过程中的关键假设。将居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户籍状况、

收入状况、受教育水平、就业状况、自评社会阶层等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与公共服务不均等度的交互项

加入计量模型，考察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反映的异质性，结果报告于表6。
结果显示，上述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验证了理论假说2，即居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公共

服务不均等度对其再分配偏好的影响越小；非农户口、相对高收入、受教育水平越高、有工作和自评社会阶

层越高的居民，公共服务不均等度对其再分配偏好的影响越小。

陶东杰，陈政弘：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居民再分配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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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异质性分析结果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公共服务满意度高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非农户口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高收入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受教育水平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有工作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自评社会阶层

控制变量

观测数

R2

（1）
再分配偏好

0.0231***

（0.0043）
-0.0028**

（0.0014）

Y
9596
0.0262

（2）
再分配偏好

0.0280***

（0.0054）

-0.0145*

（0.0087）

Y
9596
0.0260

（3）
再分配偏好

0.0248***

（0.0044）

-0.0046**

（0.0018）

Y
9596
0.0264

（4）
再分配偏好

0.0493***

（0.0094）

-0.0188***

（0.0058）

Y
9596
0.0268

（5）
再分配偏好

0.0308***

（0.0064）

-0.0151*

（0.0085）

Y
9596
0.0261

（6）
再分配偏好

0.0288***

（0.0046）

-0.0016***

（0.0004）
Y

9596
0.0273

注：第（3）列中的高收入是按居民收入是否高于中位数构建的虚拟变量；六组回归均采用多元线性模型OLS估计；控制变量与表4的第（4）
列相同。

（四）影响机制检验

在居民再分配偏好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中，经济自利、收入流动性预期和公平信念是影响居民再分配

偏好的三个层次的因素。地区内部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与居民收入、流动性预期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

系，可以推测，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通过影响居民的公平感进而影响再分配偏好[24]。此外，在基本回归分析

中，计量模型已经包含个体的经济地位因素、阶层流动性预期，相当于控制了这两个渠道。经典理论框架已

经证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民的主观公平感越强，再分配偏好越低。因此，聚焦于考察公共服务

不均等度对居民主观社会公平感和主观收入公平感的影响来验证该作用机制。表7第（1）（2）列展示了居民

主观公平感对公共服务不均等度的回归结果，公共服务不均等度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负，表明公

共服务不均等度越高，居民的主观社会公平感和主观收入公平感都越低，符合理论预期。

表7 影响渠道检验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控制变量

观测数

R2

（1）
主观社会公平

-0.0145***

（0.0044）
Y

10184
0.0011

（2）
主观收入公平

-0.0201***

（0.0046）
Y

10121
0.0019

注：四组回归均采用多元线性模型OLS估计；控制变量与表4的第（4）列相同。

（五）拓展性分析

进一步考察公共服务不均等度是否增强了其他关键因素对居民再分配偏好的作用。理论上，主观社会

公平感和政府满意度对居民再分配偏好具有显著的影响[33~34]。将主观社会公平、主观收入公平、政府秉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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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满意度、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的满意度等 5个变量及其与公共服务不均等度的交互项加入计量模型中。

表8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说明公共服务不均等度和居民的公平信念对再分配偏好的影

响具有相互强化的作用，这进一步支撑了本文的观点。税收调节的收入分配和政府的公共支出两者构成了

再分配的全过程，居民对于调节收入端再分配偏好的强弱与公共服务端再分配的均等化水平紧密相关。同

时，两者都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因此，居民对政府在秉公办事和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满意度会强化居民的公

平信念，进而影响居民再分配偏好。

表8 拓展性分析

主观社会公平×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主观收入公平×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政府满意度（秉公办事）×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政府满意度（维护社会公平）×
公共服务不均等度

控制变量

观测数

R2

（1）
再分配偏好

0.0061***

（0.0013）

Y
9559
0.0283

（2）
再分配偏好

0.0048***

（0.0012）

Y
9533
0.0245

（3）
再分配偏好

0.0105**

（0.0044）

Y
9381
0.0245

（4）
再分配偏好

0.0074*

（0.0044）
Y

9488
0.0253

注：四组回归均采用多元线性模型OLS估计；控制变量与表4的第（4）列相同。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总结如下：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有效调节广义的收入分配差距，地区内部公共服务

不均等程度越高，居民再分配偏好越强，尤其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表现更加明显。地区内部的公

共服务均等化通过提升居民主观公平感进而弱化居民再分配偏好，并且对居民主观公平感和政府满意度对

居民再分配偏好的积极影响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完善相关政策，完成共同富裕社会主义

根本任务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有效改善收入分配状况，降低居民的再分配偏

好，进而有利于社会和谐，实现共同富裕。在当前地区间、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明显进展的基础

上，下一阶段需要重视地区内部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更多地要求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优化和公共服务效

率的提升。其次，政策制定上要特别重视提高相对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一方面，要在公共支出和

公共服务数量上的均等化之外，重视以公共服务满意度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实施；另一方面，要给

予在初次分配和公共服务获取上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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